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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财政支出对资源利用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政府治理的调节效应分析

杜俊涛，宋马林

摘　要：绿色财政支出是最能够体现政府绿色发展支持力度的政策，也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自然资源

高效利用的有效方式。在我国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进行绿色财政政策体系改革的背景下，使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２１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作用。研究表明：绿

色财政有效提升了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且表现出 “倒Ｕ型”的非线性关系和区域异质性特征；绿色财

政支出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财政绩效和政府治理能力等

政府治理因素对绿色财政效果的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财政政策的理论体系，对绿色

财政政策改革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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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绿色财政政策
则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工具之一，它不仅能够从税收角度激励绿色节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政策 （如补贴、投资和政府购买等）促进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以
及可再生能源推广等。２００７年，我国地方财政体系进行了深化改革，设立了节能环保支出项目。
节能环保支出是绿色财政体系中最能够体现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意愿、反映政府绿色发展支持力度的
财政政策，也是支持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的快捷方式。近年来我国节能环保支出快
速增长。绿色财政作为财政体系和政府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如何保障绿色财政支出效率，加强制度
能力建设并对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当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
本研究使用我国２１５个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拟解决以下问题。（１）绿色财政支出

能否促进我国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促进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路径机制和理论依据是什么？（２）地方
政府绿色财政支出、财政绩效、治理能力和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之间的关系如何？政府治理因素在自
然资源高效利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系统地回答以上问题，能够明确绿色财政支出与自然资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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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之间的关系，对于丰富和完善绿色财政制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分析当前我国在节能环保
领域投入是否存在不足的问题，促进财政体系和自然资源管理体系改革，建立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体
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然资源是典型的公共物品，需要政府积极干预。其中，开征资源税是最常用的绿色财政政策
之一。政府希望通过对资源利用进行征税，引导企业降低资源依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税收可以
成为政府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使得政府可以对其他资源领域进行支出形成收入循环［１］［２］。一些研
究认为税收有可能带来分配效应，资源税的开征可能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这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中
小企业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成本，从而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升且损害居民福利［３］。也有研究认为，绿
色财政补贴可能会导致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并不能降低绿色项目的外部性［４］。多数研究认为，绿色
财政支出制度作为政府财政制度的一种，如果采用正确的财政补贴方式，那么财政支出政策要比税
收政策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５］。
现有研究针对绿色财政政策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的路径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绿色财政带来的

经济刺激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首先，绿色财政支出起到了 “经济刺激”的作用，财政支出
是政府向市场释放的经济信号，能够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同时增加资源的流动性，引导企
业开展资源效率提升的投资和技术研发［６］［７］。财政支出是弥补资金不足、刺激私人部门投资的主要
手段，因此政策本身比财政支出的数量更重要［８］。其次，绿色财政支出促进了清洁技术进步，从而
提升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最终产品的污染排放，产生技术效应［９］。现有研究普遍
认为财政补贴主要通过弥补创新资金不足、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以及促进技术进步和知识外溢带等方
式带来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１０］［１１］。最后，绿色财政支出可能会加速从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向
人力资本密集型活动的转变，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会缓解环境污染、促进
绿色经济增长，进而带来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１２］。
也有研究从制度层面讨论了绿色财政与自然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财政分权制度与资

源利用、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的关系展开［１３］。财政分权在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
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导向，造成了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进而影响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以及整个财政体系的公平与稳定［１４］。首先，当前我国节能环保投入过度依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
由此形成 “财政幻觉”，从而忽略了需要为转移支付提供等价值的支付补偿，也即是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的公共服务职能［１５］。其次，转移支付的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导致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被
低估，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由此导致高额支出和预算赤字，同时减小了本应由地方政府承
担的节能环保支出，形成 “绿色悖论”［１６］。与此同时，由于地方竞争的存在，绿色财政支出有可能
扭曲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使得环保支出预算具有模仿性，导致效益流失［１７］。
随着分权理论的发展，一些学者将制度的重点从财政分权延伸到了财政能力和治理能力［１８］。

治理能力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投资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行政效率影响了其自然资源
政策的选择，缺乏监管和制度保障导致了自然资源低效利用问题［１９］。一些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财
政表现不佳以及治理能力较弱，是导致资源低效利用和产生 “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２０］。资源诅
咒是政府对自然资源等 “意外之财”的处理不善，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地方政府依靠资源获得财政
收入，一旦资源枯竭，地方政府容易陷入财政赤字。治理状况较好的地区往往能够为自然资源的高
效利用提供制度保障，颁布有利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资源开发的政策措施，降低自然资源
的消耗［２１］。政策的不协调是造成能源和环境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即使对于制度健全的国家，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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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机构能力的建设也会导致财政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目标［１７］。部分学者认为在稳定和健全管理机
构的假设下，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支出政策来降低自然资源利用导致的福利损失，也即是财政规则
和机构质量的互动是保障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２２］。

三、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本文旨在研究绿色财政对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因此设定基准回归模型：

ＥＵＮＲｉｔ＝β０＋β１Ｆｉｓｃａｌｉｔ＋βｊ′Ｘｉｔ＋μｔ＋μｉ＋εｉｔ （１）
其中ＥＵＮＲｉ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ｉ地区ｔ时期的资源高效利用水平，以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表

示，Ｆｉｓｃａｌ表示绿色财政支出。为了尽可能地控制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选择可能影响自然资
源高效利用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Ｘｉｔ）。β０ 表示截距项，ｕｉ和μｔ表示控制个体和时间异质性，εｉｔ为
随机误差项。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在基础模型 （１）的基础上将模型扩展到动态面板，

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Ｓyｓｔ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ｍｅｎｔｓ，ＳＧＭＭ）进行回归。动态面板
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ＥＵＮＲｉｔ＝β０＋ρＥＵＮＲｉ，ｔ－１＋β１Ｆｉｓｃａｌｉｔ＋βｊ′Ｘｉｔ＋αｔ＋μｉ＋εｉｔ （２）
为了检验绿色财政影响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路径机制，引入门槛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ＥＵＮＲｉｔ＝β０＋β１′ｘｉｔ·１ （ｑｉｔ≤γ）＋β２′ｘｉｔ·１ （ｑｉｔ＞γ）＋εｉｔ （３）
其中，ｑｉｔ是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１ （·）为示性函数。为了简化模型，ｘｉｔ包含了

Ｆｉｓｃａｌｉｔ和其他控制变量。将模型 （３）扩展为能够处理门槛变量内生且包含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动
态面板门槛模型［２３］：

ＥＵＮＲｉｔ＝β０＋β１ｘｉｔ＋β２ｑｉｔ＋δ （ｑｉｔ－γ）１ （ｑｉｔ≥γ）＋μｉ＋εｉｔ （４）
其中ｘｉｔ包含了被解释变量ＥＵＮＲｉｔ滞后一期的变量ＥＵＮＲｉ，ｔ－１。此时使用ＯＬＳ估计无法解决门

槛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使用ＧＭＭ估计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进一步地，本文不仅关注政府财力对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同时意在捕捉制度效应的影响，考

虑财政制度和政府治理能力对绿色财政作用的影响，因此设定交互效应模型 （５）：

ＥＵＮＲｉｔ＝β０＋ρＥＵＮＥｉ，ｔ－１＋β１Ｆｉｓｃａｌｉｔ＋β２Ｉｉｔ＋β３Ｉ＊Ｆｉｓｃａｌｉｔ＋βｊ′Ｘｉｔ＋μｔ＋μｉ＋εｉｔ （５）
其中，Ｉ表示制度因素，包括财政制度和政府治理能力两个方面，Ｉ＊Ｆｉｓｃａｌ表示制度因素的

调节作用，以检验制度因素与绿色财政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应。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描述
（１）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资源高效利用 （ＥＵＮＲ）。当前多数研究以单项资源效率作为资源高

效利用的指标，本文结合我国 《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２０１７年版）》和 “十三五”和 “十四
五”发展目标，从中提取关于自然资源的指标体系，用以资源高效利用的衡量体系，从能源、水资
源、土地资源和循环经济发展四个维度构建资源高效利用的综合指标，选取的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资源高效利用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资源高效利用 （ＥＵＮＲ） 能源强度 万元ＧＤＰ电耗量
水资源强度 万元ＧＤＰ水资源消耗量
循环经济发展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产业用地利用效率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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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２００７年我国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发生变化，
环境保护从其他科目中被单独分列出来，形成 “环境保护”科目，２０１１年更名为 “节能环保支
出”。节能环保支出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生态建设与保护、能源资源节约利用三个项目。本文
使用地区节能环保支出总量占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

（３）本文控制变量选择其他可能影响资源高效利用的指标，主要包括：①以Ｒ＆Ｄ支出占财政
支出的总量表示的技术投入 （ＲＤ）；②以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比重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ＦＤＩ）；

③以常住人口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表示人口密度 （Ｌｎdｅｎｓ）；④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ＧＤＰ比重
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ａｎｃｅ）；⑤以商品零售总额占 ＧＤＰ比重表示居民消费水平 （Ｃｏｎｓｕｍ）；

⑥以各地区人均ＧＤＰ的对数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ＤＰ）等指标；⑦以各地区采掘业从业人
员占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资源依赖程度 （Ｒｅｓdｅｐ）的替代变量，衡量地区对于资源相关
产业的依赖性。

（４）数据的描述统计。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研
究区域选择我国２１５个地级市 （含４个直辖市）。涉及汇率的数据按照历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价
格指标按照２００７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同时对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ＩＦ）进行检验，验证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数据的描述统计

变量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ＶＩＦ

ＥＵＮＲ　 ２　５８０　 ０．１０８　２　 ０．０３８　６　 ０．０２１　２　 ０．２７１　９ —

Ｆｉｓｃａｌ　 ２　５８０　 ０．０２９　５　 ０．０１５　２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９１　９　 １．０５

ＲＤ　 ２　５８０　 ０．０２９　７　 ０．０４５　２　 ０．０００　１　 ０．２１０　３　 １．０７

ＦＤＩ　 ２　５８０　 ０．０２０　２　 ０．０１９　４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８９　５　 １．２７

ｌｎdｅｎｓ　 ２　５８０　 ５．８４９　８　 ０．８７３　１　 ３．０５６　４　 ７．６５７　３　 １．２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５８０　 １．３７３　３　 ０．５９５　６　 ０．５１３　６　 ３．６４６　４　 １．６２

Ｃｏｎｓｕｍ　 ２　５８０　 ０．３７３　６　 ０．１０１　９　 ０．１４１　４　 ０．６８９　３　 １．７４

Ｒｅｓdｅｐ　 ２　５８０　 ０．０５４　９　 ０．０９２　８　 ０．０００　０　 ０．４３４　３　 １．０９

ＰＧＤＰ　 ２　５８０　 ９．０５５　８　 ０．５２０　４　 ８．０８４　８　 １０．４７７　５　 １．５５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３模型１展示了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对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静态面板模型的 Ｈａｎｓｅｎ－

Ｓａｒｇｅｎ检验显示固定效应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ＦＥ）回归模型相对于随机效应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ＲＥ）
模型更加合适。表３模型４中ＡＲ （１）显著而ＡＲ （２）不显著，说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但是
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的Ｐ值为０．２０７，拒绝具变量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当样本量较少或者工具变量较弱时，ＳＧＭＭ 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偏倚。被解释变量滞

后项的面板聚合最小二乘法 （Ｐｏｏｌｅ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y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ＯＬＳ）估计系数是向上偏倚的，而
其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系数是向下偏倚的，所以如果ＳＧＭＭ 估计系数介于ＰＯＬＳ和ＦＥ所对应的估
计系数之间，则说明ＳＧＭＭ 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因此，表３中模型２和模型３报告了动态面板模
型ＰＯＬＳ和ＦＥ估计结果。可以看出，ＳＧＭＭ 估计得到的被解释变量 （ＥＵＮＲ）的滞后项系数值
为０．５２２　２，介于ＦＥ与ＰＯＬＳ估计系数之间，从而说明ＳＧＭＭ 估计并未因工具变量的选择产生明
显的偏倚。

—４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ＦＥ　 ＰＯＬＳ　 ＦＥ　 ＳＧＭＭ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Ｌ．ＮＲＵＥ — ０．７３８　９＊＊＊ ０．５０９　６＊＊＊ ０．５２２　２＊＊＊

— （３５．２３） （１５．８２） （３．４１）

Ｆｉｓｃａｌ －０．１０２　９ －０．００６　６ －０．０２７７　 ０．４３４　６＊＊

（－１．４０） （－０．１７） （－０．４７） （２．００）

ＲＤ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２３　７　 ０．０５２　２＊＊

（－０．０６） （１．９８） （１．５１） （２．４９）

ＦＤＩ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１４　２　 ０．０８６　２　 １．３３１　７＊＊＊

（１．５２） （－０．４７） （１．４４） （３．０３）

Ｌｎdｅｎｓ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０　８＊＊＊ ０．０１８　２＊＊

（１．３２） （１．２５） （２．９０） （２．０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１０　８

（－２．２１） （２．６０） （－１．２６） （０．７０）

Ｃｏｎｓｕｍ －０．０７３　８＊＊ －０．０１４　１＊＊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５１　３
（－２．３９） （－２．０８） （－１．３４） （－０．６３）

Ｒｅｓdｅｐ ０．１５８　７＊＊＊ －０．００７　９　 ０．０７２　５＊＊＊ ０．１９１　２＊

（３．５７） （－１．３４） （３．５２） （１．８０）
ＰＧＤ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４　５

（－５．７２） （０．８７） （－３．８６） （－１．２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６９２　５＊＊＊ ０．０１１　２　 ０．２００　６＊＊ ０．２０８　８
（５．０８） （１．１０） （２．３４） （０．７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３５６　 ２　１９２　 ２　１９２　 ２　１９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d　 ０．１４２　 ０．６２８　 ０．３２５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ｉｔyｃｏdｅ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２１５
Ｈａｎｓｅｎ－Ｓａｒｇｅｎ　 ９６．９４５ ［０．０００］ — — —

Ｆ　ｔｅｓｔ　 １１．９４ ［０．０００］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２．９５ ［０．０００］ ２９４．７４ ［０．０００］

ＡＲ （１） — — — －４．０９ ［０．０００］
ＡＲ （２） — — — １．５７ ［０．１１７］

Ｈａｎｓｅｎ　Ｊ — — — ２８．２３ ［０．２０７］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ｔ统计量，中括号内为检验的Ｐ值，＊＊＊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从表３模型４可以看出，控制内生性以后绿色财政支出对于资源高效利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绿色财政支出之所以能够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一方面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包括节能环保改造、节
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市场行为监督等；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释放的市场信号以及财政乘数效应，

吸引了私人资本进入资源高效利用领域。这一回归结果证明了增加地方绿色财政支出是提升资源利
用效率的有效手段。表３实证分析中假设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为线性关系。对回归模型的二次项
系数进行回归方程设定误差检验和ＶＩＦ检验，证明核心解释变量 （Ｆｉｓｃａｌ）的二次项加入模型中具
有显著的统计意义。检验结果表明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与资源高效利用 （ＥＵＮＲ）之间存在
“倒Ｕ”型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可以看出，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且二次项系数 （Ｆｉｓｃａｌ２）显著为
负，绿色财政支出的取值区间为 ［０．００６，０．０９２］，极值点为０．０４６，在极值点之前，增加绿色财
政支出能够显著地提升自然资源高效利用水平；在极值点以后，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高效利用
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这说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水平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绿色财政政
策，还需要将绿色财政纳入到整体政策框架中，与其他政策措施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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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ｓｃaｌ与ＥＵＮＲ的倒Ｕ型关系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经济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将２１５个城市进行子样本划分。首先，按照东部、中

部和西部地区划分为三个子样本。其次，按照是否属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７０个大中城市”为标
准，划分为大中城市和非大中城市。第三，按照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划定的包含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区在内的２６２个资源型城市为标准，按照地级市名单将样本划分为
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为了比较不同子样本之间系数是否具有差异性，使用邹检验 （Ｃｈｏｗ
Ｔｅｓｔ）判断模型在子样本之间是否拒绝模型结构稳定的原假设。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大中城市 非大中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Ｌ．ＥＵＮＲ　 ０．４３６　９＊＊＊ ０．８９８　３＊＊＊ ０．５１２　９＊＊＊ ０．６１８　８＊＊＊ ０．４８４　２＊＊ ０．４９９　０＊＊ ０．２９２　３

（５．７１） （１４．５２） （５．５１） （６．８５） （２．４５） （２．２３） （１．０６）

Ｆｉｓｃａｌ　 ０．７４６　７＊＊＊ －０．１８２　５＊＊＊ ０．８０４　６＊＊＊ ０．４０８　０＊＊ ０．５８３　５＊＊ ０．７５２　３＊＊ －１．０６９　９＊

（４．５５） （－２．６９） （３．１３） （２．１８） （１．９９） （２．３５） （－１．９１）

ＡＲ（１） －３．８７［０．０００］－４．１８［０．０００］－３．２３［０．００２］－３．０６［０．００２］－３．４９［０．０００］－２．７９［０．００５］－２．４８［０．０１３］

ＡＲ（２） １．３８［０．１６６］ １．０７［０．２８３］ ０．４６［０．６４６］ －０．３８［０．７０３］１．５６［０．１１８］ ０．７５［０．４５３］ ０．６３［０．５２６］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２２．３７［０．６６８］２３．６１［０．４２６］１７．９０［０．３３０］３６．６０［０．６２４］２７．６３［０．１５１］１７．９７［０．５２５］ １３．２６［０．８２５］

Ｃｈｏｗ　Ｔｅｓｔ　 ３．２３［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２１４］ ２．２９［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５７　 ８５１　 ３８４　 ６５７　 １　５３５　 ７９６　 １　３９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ｔ统计量，中括号内为检验的Ｐ值，＊＊＊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从表４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异质性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的系数
显著为正，与总样本估计结果一致。但是中部地区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的系数却显著为负。从
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是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下，财政收支总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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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用于节能环保支出的总量也较大。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财政
总量较小，但西部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其资源环境的综合治理一度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
获得更多的绿色财政转移支付。而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东部地区落后，承接东部高消耗产业的转
移，面临更大的节能环保压力，绿色财政支出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节能环保支
出降低的资源利用率难以抵消产业消耗带来的负面效应。
基于表４城市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来看，大中城市和非大中城市的系数估计均显著为正，这

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邹检验统计量无法拒绝模型结构稳定的原假设，因此绿色财政支出对大中
城市和非大中城市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性。
基于表４中样本城市是否属于资源型城市的对比结果来看，资源型城市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就说明绿色财政支出对于资源型城市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资源型城市的系数
显著为负。但是邹检验在５％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绿色财政支出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
市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我国绿色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之
一，为了提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效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安排了更多的绿色财政转移支付。资源
型城市为了避免资源枯竭带来的经济损失，往往比非资源型城市更加重视节能环保的投入。

（三）机制分析
为了分析绿色财政支出影响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机制，本文以技术水平 （Ｔｅｃｈ）、产业结构

（ＩＳ）和人力资本积累 （Ｈｕｍａｎ）作为门槛变量，使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动态面板门槛
模型考虑了被解释变量ＥＵＮＲ的滞后项，可以使用差分ＧＭＭ 和ＴＳＬＳ方法进行估计。稳健性检
验部分验证了寺庙 （Ｔｅｍｐｌｅ）和坡度 （Ｓｌｏｐｅ）分和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的外生性，因此使用

ＴＳＬＳ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动态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ＴＳＬＳ　 ＴＳＬＳ　 ＴＳＬＳ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Ｐａｎｅｌ　Ａ：门槛估计

ｒ ０．８４４　３　 １．０４０　４　 ０．０５８　９
置信区间 ［０．８４０　５，０．８４８　１］ ［０．４１２　２，１．６６８　６］ ［０．０５８　１，０．０５９　８］

δ ０．４９８　５＊＊＊ －０．００１　１＊＊＊ ０．８６２　６＊＊＊

（１６．０２） （－２３．３９） （５５．６３）

Ｐａｎｅｌ　Ｂ：绿色财政对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

Ｌ．ＥＵＮＲ　 ０．４９４　２＊＊＊ ０．５８７　１＊＊＊ ０．６４４　５＊＊＊

（２６３．８３） （２８０．６７） （４１４．０１）

Ｆｉｓｃａｌ　 ０．１２１　３＊＊＊ ０．０２７　３＊＊＊ －０．０５３　９＊＊＊

（３４．４１） （４．１９） （５５．６３）

工具变量 Ｓｌｏｐ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ｅ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ｅ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Ｔｅｍｐｌｅ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８０　 ２　３８０　 ２　３８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Ｗａｌd　ｌｉｎｅａｒｉｔy　ｔｅｓｔ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门槛之前样本量 ２　１０１　 １　７４３　 １９５

门槛之后样本量 ４７９　 ６３７　 ２　５７５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ｔ统计量，中括号内为检验的Ｐ值，＊＊＊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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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技术水平 （Ｔｅｃｈ），以地级市创新创业指数表示，北京大学开放数据平台对中国城市层面的
创新创业效率进行了估计，能够反映区域的创新发展水平。根据表５模型１的估计，技术水平的门
槛值为０．８４４　３，意味着当地区创新创业指数低于０．８４４　３时，绿色财政的系数估计值为０．１２１　３，
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绿色财政支出促进了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当技术水平高于０．８４４　３
时，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为０．６１９　８（０．１２１　３＋０．４９８　５），系数值大于低门槛时的
值 （０．１２１　３），说明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财政支出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

２．产业结构 （ＩＳ），以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根据表５模型２的估计，当产
业结构低于门槛值１．０４０　４时，绿色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２７　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绿色财
政支出显著地促进了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当产业结构高于１．０４０　４时，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
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减少到０．０２６　２ （０．０２７　３－０．００１　１）。这说明当区域产业结构水平较低时，绿
色财政支出可以有效地提升区域产业结构，促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转型，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
提升效果显著。但是当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到一定水平，绿色财政支出虽然能够促进自然资源利用效
率的提升，但是其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结果。这与绿色财政支出的倒 “Ｕ”型曲线以及大中城市和非
大中城市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一致。

３．人力资本积累 （Ｈｕｍａｎ），以区域中学生在校生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这一指标越
高，说明区域的教育水平和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根据表５模型３的估计结果，门槛值０．０５８　９之
前，绿色财政支出对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显著为负，由于人力资本程度较低，居民难以形成绿色节
能的理念限制了绿色财政作用的发挥。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 （跨过０．０５８　９的门槛），绿色
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从负值变化为０．８０８　７，说明人力资本在绿色财政支出促进自
然资源高效利用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因此，将绿色财政支出纳入到财政支出的整体框架，将财
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相配合，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

（四）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检验。基准回归使用ＳＧＭＭ控制内生性，解决了扰动性的无自相关性，但是无法解
决滞后项与个体效应的无自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引入外生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
的稳健性检验。本研究选择以下三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城市平均坡度 （Ｓｌｏｐｅ）、城市年均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和寺庙个数 （Ｔｅｍｐｌｅ）。坡度陡峭或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发生生态环境灾害的可能性
更大，政府用于生态治理的财政预算也就相应的增加；寺庙数据来源于哈佛大学对中国１８２０年佛
教寺庙数量的统计，１８２０年寺庙数量可以认为是严格外生，但是研究表明历史、文化和宗教之间
存在相互作用能够对制度产生影响，因此寺庙数量常被用于作为制度的外生工具变量，绿色财政支
出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绿色财政的代理工具变量［２４］。
表６中模型１和模型２为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ＴＳＬＳ）估计的绿色财政支出与自然资源利

用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寺庙 （Ｔｅｍｐｌｅ）和坡度 （Ｓｌｏｐｅ）与地方绿色财政支
出水平正相关；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在５％的水平与绿色财政支出负相关。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拒绝原假
设，说明降雨量、坡度和寺庙个数作为工具变量作为绿色财政支出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
题。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说明内生性问题并不会影响绿色财政和自然资源
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
虽然现有研究对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展开了大量的讨论，但是使用降雨

量、坡度和寺庙个数等工具变量的可靠性依然备受质疑。基于此，本研究放松工具变量假设，认为
工具变量并非严格外生而是 “近似外生”，根据Ｃｏｎｌｅy等［２５］提出的置信区间集合方法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ＵＣＩ）和近似于零方法 （Ｌｏｃａｌ　ｔｏ　Ｚｅｒｏ，ＬＴＺ）进行分析，检验在工具变量非完
全外生时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图２ （ａ）和图２ （ｂ）显示，绿色财政支出 （Ｆｉｓｃａｌ）系数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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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正，证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变量 ＩＶ－Ｆｉｒｓｔ　 ＩＶ－Ｓｅｃｏｎｄ　 Ｓ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ＩＶ　 ＥＵＮＲ　 Ｗａｓｔｅ　 Ｅｎｅｒｇy　 Ｗａｔｅｒ　 Ｌａｎｄ　 ＧＴＦＰ

Ｌ．Ｙ ０．５８８　２＊＊ １．０５２　７＊＊＊ ０．６６３　９＊＊＊ ０．９１１　３＊＊＊ －０．２１５　０
（１．９８） （１３．７２） （９．３８） （３．８４） （－１．０１）

Ｆｉｓｃａｌ　 １．０９７　８＊＊ ９．２３９　８＊＊ －１４．９５７　５＊ －５．４００　３＊＊ ０．２６４　５＊＊＊ ５．８６１　５＊＊

（２．１９） （２．１０） （－１．７４） （－２．０６） （２．６２） （２．３８）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０．００３　８＊＊

（－２．３８）

Ｔｅｍｐｌｅ　 ０．０００　２＊＊

（２．２２）

Ｓｌｏｐｅ　 ０．００５　４＊＊＊

（３．９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３５６　 ２　３５６　 ２　１９２　 ２　０９８　 ２　１４７　 ２　１４７　 ２　１９２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０．６０［０．７４２　２］０．８７９［０．３４８　４］３．２０［０．７８４］ ９．２１［０．２３８］ １７．７９［０．２７４］ ４．５１［０．２１２］ ２．８９［０．４０９］

ＡＲ（１） — — －２．５２［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０００］－５．５４［０．０００］－２．３３［０．０２０］－２．１５［０．０３１］

ＡＲ（２） — — ０．８５［０．３９３］ ０．０２［０．９８５］ １．３６［０．１７４］ ０．４１［０．６８０］ １．１１［０．２６９］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ｔ统计量，中括号内为检验的Ｐ值，＊＊＊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Ｌ．Ｙ 表示对应列被解

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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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近似内生性的ＵＣＩ和ＬＺＡ估计置信区间

２．更换被解释变量。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等
赋权得到的综合指标，因此稳健性检验部分检验绿色财政支出对各项自然资源效率的影响，被解释
变量为表１中的二级指标。除此之外，基于自然资源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框架，以劳动、资本、能
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为投入指标；以ＧＤＰ总量为期望产出；以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和工业
固体废弃物排放为非期望产出，计算包含自然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 （Ｇｒ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
ｉｔy，ＧＴＦＰ）［１３］。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
根据表６模型３—６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能源强度和水资源强度是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反向

指标，其估计系数为负意味着绿色财政支出有效地提升了能源资源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土地资
源利用率和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绿色财政支出对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土地资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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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从表６模型７的估计结果可知，绿色财政支出对绿色全要素资源生
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绿色财政支出不仅能够促进单项自然资源效率的提升，而且对包含自然资源
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证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五、政府治理的调节效应

在我国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制度下，地方政府为了赢得竞争，往往牺牲短期利益扩大经济建
设支出，降低了本应承担的绿色财政支出。现有研究主要从财政分权角度讨论，证明财政分权作为
一种财政和政治制度对财政支出、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财政制度和政治制度两
个方面展开讨论，估计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影响绿色财政支出作用的政府因素

（１） （３） （２）

变量 Ｓ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ＥＵＮＲ

Ｌ．ＥＵＮＲ　 ０．５３６　８＊＊＊ ０．３０７　８＊＊ ０．６２２　２＊＊＊

（５．５５） （２．２３） （６．３８）

Ｆｉｓｃａｌ　 ３．３２５　７＊＊＊ ３．３８８　９＊＊＊ １．３７１　４＊＊

（３．３７） （３．０７） （２．４５）

Ｆｉｓｃａｌ＃ＦＳ －２．１１５　３＊＊

（－２．０１）

Ｆｉｓ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 －２．４９８　０＊＊

（－２．１４）

Ｆｉｓｃａｌ＃ＦＰ　 ３．６７０　６＊＊

（２．２９）

ＦＳ　 ０．０５８　１
（１．３８）

ＦＰ　 ０．１７９　４＊

（１．７２）

Ｇｏｖｅｒｎ －０．０６０　３
（－０．７３）

Ｆｉｓｃａｌ２ －２７．０９６　７＊＊ －３１．３９９　６＊＊ －１８．８１５　９＊＊＊

（－２．２６） （－２．５２） （－２．８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１９２　 ２　１９２　 ２　１９２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３７．９６ ［０．１５１］ １１．７１ ［０．９２６］ ３３．１６ ［０．１０１］

ＡＲ （１） －５．３１ ［０．０００］ －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５．０８ ［０．０００］

ＡＲ （２） ０．５９ ［０．５５６］ ０．２５ ［０．８０４］ １．１２ ［０．２６４］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ｔ统计量，中括号内为检验的Ｐ值，＊＊＊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１．财政制度 （ＦＳ）。财政制度主要衡量指标包括财政自给率、财政透明度、财政缺口以及财政
周期等［２６］。其中财政自给率和财政缺口都是以财政分权为基础，两者的政策含义基本一致，因此
本文使用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比值作为财政制度的代理变量。模型１中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
明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而降低。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
面临更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往往忽略资源环境方面的财政支出。

２．财政顺周期 （ＦＰ）。所谓财政政策顺周期，是指ＧＤＰ与财政支出的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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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正，则认为财政政策表现出顺周期的性质。我国财政具有明显的顺周期财政政策特征，在经济
繁荣时，增加政府支出、减少财政盈余；在经济萧条时，政府支出则难以有效增加。顺周期的财政
政策导致财政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财政顺周期的估计方法为：

Δｌｏｇ（Ｇ）ｔ ＝α＋βｃΔｌｏｇ（Ｙ）ｔ＋γｃｌｏｇ（Ｇ）ｔ－１＋εｔ （６）
其中，Ｇｔ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Ｙｔ 为国内生产总值，当回归系数βｃ＞０时，表示顺周期

的财政政策；βｃ＜０表示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为估计各地区的财政顺周期系数，使用最小二乘虚拟
变量 （ＬＳＤＶ）估计方法得到各地区截距项系数。如果参数βｉ＞０则认为存在顺周期，赋值为０；如
果βｉ＜０，则赋值为１。因此财政顺周期 （ＦＰ）为虚拟变量。
表７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Ｆｉｓｃａｌ的系数为３．３８８　９，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其净效用在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２．６６９　８。当宏观经济形势为财政逆周期时，绿色财政支出有利于自然资源利用
效率的提升。ＦＰ的系数０．１７９　４，通了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财政顺周期时有利于自然资源效
率提升。Ｆｉｓｃａｌ和ＦＰ 的交互项系数－２．４９８　０，报告了顺周期和逆周期情况下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
资源高效利用的差距，也即是财政顺周期时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相比较财政逆
周期时降低了２４９．８０％。

３．政府治理能力 （Ｇｏｖｅｒｎ）。当前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衡量包括官员素质、腐败程度、民主制
度、政府稳定、法律和秩序等。本文以 （１－财政供养人口／总就业人口）表示政府治理能力，财政
供养人口以统计年鉴中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人员的数量表示［２７］。
表７模型３则报告了政府治理能力影响下，绿色财政支出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之间的关系。

Ｆｉｓｃａｌ的系数估计为１．３７１　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证，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Ｇｏｖｅｒｎ的系
数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治理能力能够直接影响自然资源利用。Ｆｉｓｃａｌ和Ｇｏｖｅｒｎ的交互项系
数为３．６７０　６，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对交互项系数求关于Ｆｉｓｃａｌ的偏导数，得到交互项的净
效应系数为１．５６１　７，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绿色财政支出对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影响随着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增强，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是提升绿色财政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我国２１５个城市的数据，研究了绿色财政支出政策对自然资源高效利
用的影响。首先，建立绿色财政支出与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之间关系的回归模型，并考虑绿色财政与
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之间的倒 “Ｕ”型关系。其次，通过分别对能源强度、水资源强度、土地利用效
率、循环经济发展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检验，得到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果。再次，使用动态面板
回归模型检验了绿色财政支出影响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路径机制，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力资
本积累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最后，从财政制度和治理制度两个层面，分析了绿色财政支出与自然
资源高效利用受到制度因素影响的程度，证明良好的财政制度和治理能力是发挥绿色财政促进自然
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发挥绿色财政支出在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绿色财政能够有效地为
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实现提供保障。因此，我国应改革绿色财政政策体系，完善绿色财政支出方
案，充分发挥绿色财政支出的 “市场信号”功能，运用市场化方法完善绿色财政支出，推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完善绿色财政和绿色金融的协调，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资源高效利用领域。

２．协调财政支出在资源保护和经济增长中的平衡关系。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以及 “新冠疫情”
的冲击，我国确定了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财政支出原则，生态环保资金投入面临较
大的压力。为此，一方面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注重资金的科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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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支出结构，发挥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确保绿色财政支出既要发挥推动自然资源
高效利用的作用，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其他财政支出。

３．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体系和政府治理体系。良好的制度有利于绿色财政效果的发挥，因此，
需要强化财政监督和自然资源管理监督。从财政监督的角度，保障财政收支的公平性，建立绿色财
政的预算、分配、支付和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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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俊涛，等：绿色财政支出对资源利用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政府治理的调节效应分析


